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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欧洲福利国家被广泛地论述为一种社会投资国家。 本文考察这一波改

革的理论叙事与政策实践，检视福利国家调适的性质与影响。 通过激活个体能力和自理责任以及开发劳

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社会投资政策致力于因应后工业社会的新社会风险，适应 ２１ 世纪竞争性的知识经济

形态。 尽管与福利紧缩时期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但积极的社会投资并未能根治西方福利国家的内在

结构矛盾，并不足以带来福利资本主义的范式变化。 这一导向的改革政策触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内

在的不平等、社会脆弱性和社会排斥问题，也强化了市场导向、效率至上和商品化的治理原则。 改革在某

种程度上产生了去政治化的功能，并促进了社会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的再商品化，因而毋宁是新自由主义

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表达。 从理论上廓清这场改革的性质，也可以为中国福利治理的路径选择提供有意义

的规范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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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　 言

“福利国家” 意味着国家有计划地组织和实施一

套社会政策、运用再分配机制来修正市场的力量，保
障经济弱势的群体对抗风险，而公民获得这种保障逐

渐被建构为一种社会权利。 二战后的欧洲福利国家，
乃是凯恩斯主义 “福利供给创造有效需求” 理论和

资本主义管制思想的实践结晶。 福利体制的形成与

分化充分体现了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及其调控机制的变迁。 福利资本主

义的形成是一个历史性现象，它孕育了相应的国家治

理模式和社会形态。①作为一种应对资本主义内在矛

盾和危机的解决方案，它也不断地遭遇各种新的挑

战。 无论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石油危机，还是 ２００８
年的经济金融危机或 ２０１０ 年后的欧债危机，乃至当

下尚存的新冠疫情，对于二战以后形成的西方福利国

家及其社会契约都构成了压力测试的历史时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降，伴随着经济滞胀的出现，西

方福利国家进入了一个显著的紧缩时期。 在新自由

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下，市场至上和自发秩序的

思潮系统地渗透到改革实践之中，生发出包括公民社

会、社会资本、地方自治、公私合作等在内的改革理

念，并在 ９０ 年代完成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架

构。 在此背景下，欧洲福利国家的变革呈现出某种政

治共识。 调适的步调有别、深浅不一，但其方向却大

有趋同之势，即不再以规模紧缩为焦点，而着力于家

庭、教育、生育率以及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等问题，因
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新社会风险以及知识经济的挑

战。 社会政策被赋予投资性和生产性，从而达到社会

民主主义所追求的效率与公平的再平衡。
那么，西方福利国家是如何进行自我改造的？ 社

会投资的政策理论将把 ２１ 世纪的西方福利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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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何方？ 本文结合欧洲福利国家理论叙事的变化，
考究福利国家重新安顿的取向及其性质。 本文将论

证指出，社会投资的论述和实践可以被看成新自由主

义的一种积极表达：通过提振社会风险意识、活化劳

动力市场以及对个体能力的增值，这种观念强化了新

自由主义的市场导向、效率至上和商品化的治理原

则，帮助福利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策略性的调

适。 然而，无论是消极的紧缩策略还是积极的投资取

向，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方福利国家的内在结构矛

盾。 廓清这一改革动向的面貌与性质，是理解当代西

方福利政治的应有之义，也可以为中国正在发展中的

福利治理提供有益的规范性反思。

二、 紧缩之后：从社会保护到社会投资

学界普遍把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区分为三

个阶段：从二战之后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是凯恩斯式

福利国家的扩展和黄金时期；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晚

期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是福利国家的萎缩期和接

受新自由主义思潮改造的時期；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

期开始，福利国家进入了一个社会投资导向的发展阶

段。① 如前所述，二战后的西方福利国家是凯恩斯经

济政策逻辑指导下的产物，它的形成得益于福特主义

的生产体制与统合主义的劳动力市场机制。 １９４８ 年

英国工党政府率先宣布英国建成福利国家，之后在劳

工力量动员和政党政治的妥协中，西欧和北欧诸国也

纷纷宣称建成了某种形式的福利国家，瑞典更被称为

“福利国家的橱窗”。 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及其

相应的福利体制存在明显的差异，其共同点在于通过

国家力量对社会权利的正当性及其非商品化的性质

进行确保。② 福利国家所建构出的公民体制，也体现

了卡尔·波兰尼所说的社会保护力量的生长，它是对

市场化和劳动力商品化的一种自发克制。③

冷战结束之后加速发展的全球资本主义以及后

工业经济社会的转型，给西方福利国家带来了结构性

的挑战。 全球化浪潮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

松散化倾向，削弱了大集中、大生产的资本主义运作

机制以及相应的国家、雇主和工人阶级的“三方合作

伙伴关系”，从而弱化了西方公民社会权利实现的政

治基础。④ 此外，人口的老龄化、低迷的经济增长以及

税基的缩减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社会经济生活中性别角色的变化、家庭结构的变迁也

对福利国家的政策聚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社

会权利和资源供给的系统性“紧缩” 由此成为西方福

利国家的一种改革共识，这种共识拥抱了新自由主义

的世界观。⑤ 在本质上，新自由主义化是一个经济、政
治与社会的过程，以赢利性来评价经济行为，并据此

建立相关的制度安排、认知体系和时空关系，它张扬

市场的自发性和私有化的力量，同时诉诸一系列维护

这种自发性的政治权力结构安排。⑥ 根据大卫·哈维

的论述，新自由主义致力于在一个制度框架内释放个

体和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这种制度框架的特点包括稳

固的个人财产权以及自由的市场和贸易。⑦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开始，社会投资理论

被广泛讨论并成为重建福利国家的观念基础。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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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斯塔·埃斯平－安德森著，郑秉文译：《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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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紧缩共识的形成，参见 Ｒｕｔｈ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Ｋａｙｌｅｉｇｈ Ｇａｒｔｈｗａｉｔｅ ＆Ｄａｎｉｅｌ Ｅｄｍｉｓｔｏｎ， “Ａｕｓｔｅｒｉｔｙ，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６.２ （２０１７）： ２５３－２５９，以及 Ｋｅｖｉｎ Ｆａｒｎｓｗｏｒｔｈ， Ｚｏｅ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Ｉｒｖｉｎｇ，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ｕｓｔｅｒ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Ｔｉｍ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２０.２ （２０１２）： １３３－４７.
Ｂｏｂ Ｊｅｓｓｏｐ，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ｅ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ｒｅｘｉ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６.９ （２０１８）： １７２８－１７４６，
大卫·哈维著， 王钦译：《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第 ６６ 页。 从实际来看，福利政策紧缩的势头往往体现在失业的

现金补偿方面，而家庭政策、医保以及其他领域的支出却反而得到了扩充，参见 Ｏｂｉｎｇｅｒ Ｈｅｒｂｅｔ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Ｓｔａｒｋ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Ｍｏｄｅｌ，” ｅｄｓ.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Ｌｅｉｂｆｒｉｅｄ， ｅｔ.ａｌ，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４７７. 已有研究显示，西方各国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的福利删减计划，由于政党竞争和利益集团的折冲，其深度与广度并未如同

新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成功。 参见保罗·皮尔逊编，苗正民译：《福利制度的新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年，第 ３４２～３４３ 页。 事实上，
危机的出现往往强化了社会政策的供给，随着企业纾困、失业救济和济贫措施的出台，福利制度实际上仍然富有韧性并处于扩张之中。 关于这方

面的一个新近评估研究，参见 Ｂｅｎｔ Ｇｒｅｖｅ， Ａｕｓｔｅｒｉｔｙ， Ｒｅｔ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ｒｕｔｈ ｏｒ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２０） .



然，把社会政策作为一种社会投资的思想早已有之。
针对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危机和大萧条，瑞典经济学

家卡尔·贡纳尔·默达尔（Ｋａｒｌ Ｇｕｎｎａｒ Ｍｙｒｄａｌ）就已

经把亲和家庭和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政策与

经济生产力联系起来，以此作为福利制度设计的基

础。①不过，直到 ９０ 年代，得益于当时欧洲左翼力量的

政治动员，这种观念才成为一种较为广泛的政策议

程。 从政治实践来看，以推动新自由主义式的劳动力

市场改革著称的经合组织（ＯＥＣＤ），在 １９９６ 年推出了

题为《超越 ２０００：新社会政策议程》的报告，倡导以社

会投资作为社会政策改革的新框架，鼓励扩充社会支

出以增强社会凝聚力，以及对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积

极参与。② 世界银行在 １９９７ 年的发展报告则提出了

新国家观，把能够发展市场和回应社会问题的 “有效

国家” 而非 “最小化国家” 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③

这一时期，欧盟也将社会投资视为福利改革的基本处

方，提出 “社会政策是生产力因素” 的概念，并在

２０００ 年里斯本议程中将其确立为社会凝聚力构建的

基石。 社会政策被论述为对竞争力、就业和增长的投

资，这一立场在欧盟 ２０１３ 年发布的社会投资计划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ＳＩＰ） 中也得到了重申。④

在《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福利国家》一书中，考
斯塔·艾斯平－安德森（Ｇøｓｔａ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等人

为社会投资的福利国家提供了一个理论地标。⑤ 在他

们看来，欧洲福利国家面临的难解之结在于：既要应

对社会正义诉求，又要创造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知识

市场经济。 ２１ 世纪的欧洲将拥抱一种全新的福利国

家，它与二战以后所形成的福利国家有不同的政策理

念。 在新福利体制中，社会政策应该能够积极动员公

民的生产潜能，由此应对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所带来

的新社会风险。 在这种风险结构中，最为脆弱的和易

被排斥的群体包括低技能工人、妇女、青年和儿童，要
致力于排除在这些群体中出现长期的福利依赖困境。
概言之，对福利国家的诊断必须考虑多方面的风险与

挑战：工作与家庭责任的平衡、代际贫困和社会排斥

等新风险、非传统劳动方式、福利国家承载能力的弱

化、社会个体生命历程中阶段性的脆弱状态，以及随

着女性知识解放和角色变化所出现的“新性别契约”，
等等。⑥

社会投资理论的中心思想在于人力资本投资以

及对劳动力市场的“活化”，以求解决欧洲福利国家在

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离异现象“。⑦在人力资本投资方

面，这一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汲取了理论资源。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看，在家庭照顾、教育以及积极

的劳动力等方面的公共投资，能够以增进高就业以及

长期的生产率提升，从而以更低的社会成本创造额外

的市场产出。⑧ 其次，社会投资强调家庭与工作的平

衡。 为了更好地适应充满竞争性和灵活性的劳动力

市场，通过适当的儿童、家庭与教育政策，尤其是“早
期的儿童教育与照顾” （ＥＣＥＣ）来提升个体的认知发

展与社会技能便尤其重要。 社会投资观念主张在生

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搭建桥梁，
通过积极的儿童照顾和家庭产假政策，使得女性能够

更好地参与劳动力市场。 就业增加可以推动经济成

长，维系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同时也可以帮助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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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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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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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抵御代际贫困的风险。① 第三，它强调个体的

适应能力，主张政策应该帮助个体更顺畅地在生命历

程中进行有效衔接与平稳过渡，从而避免产生福利依

赖现象。 政策工具被用以确保可雇佣性的再生产，使
得个体能够在不同的生命历程阶段适应各种灵活的、
非标准化的雇佣关系。

社会投资理论催生了一种新福利国家的论述和

实践：福利国家应该注重预防行动而非事后补救，强
调资源的预分配而非再分配机制。 这些预防行动包

括降低儿童贫困的概率、促进儿童早期生活的认知技

能发展等。 同时，福利国家的运作机制也发生变化，
从传统的现金转移所得补偿转向积极的社会政策支

持与服务供给。 社会服务作为社会政策的优先议题，
与现金转移支付相比被认为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和投

资属性。
新福利国家的叙事具有一种知识运动的特征，它

也在很大程度上从阿马蒂亚·森（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等人

所倡导的可行能力路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中获得了

理论动力。 从人类固有的多样性出发，阿马蒂亚·森

将评价平等的重点从收入、效用或“基本善”领域扩充

到更 广 泛 的 可 行 能 力 领 域。 人 的 “ 可 行 能 力 ”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是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

活动的组合能力，体现了一种积极的自由。 相应地，
福利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个体实现各种有价值功能的

实际能力组合。② 在这个理路中，社会公民权从“自
由获取”（ｆ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ｗａｎｔ）的逻辑被置换为“自由行动”
（ｆｒｅｅ ｔｏ ａｃｔ）的逻辑。 换言之，社会投资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赋能，社会权利由此被建构

在生产性义务（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这一新的道德根

基上。③ 通过强调风险与安全、个体与集体责任之间

的调和与平衡，新福利国家显然也与倡导多主体责任

的福利多元理论以及安东尼 · 吉登斯 （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ｉｄｄｅｎｓ）等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产生了共鸣。 第

三条道路声称，要同时超越张扬新自由主义的新右派

和以社会民主主义为特征的传统左派，强调通过积极

的国家力量让个体在市场中变成更强大的行动者，并
通过降低贫困风险的政策来推动形成一种更加包容

和正义的社会。 从社会保护到社会投资的转变，可以

看成是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力量针对欧洲社会转型新

风险的认知与回应。④

三、 流动、储备和缓冲：
社会投资国家的政策实践

　 　 社会投资理论提供了一套指引性和评价性的框

架来重新审视和指导福利国家的改革方向。 从经验

上看，在从关注旧风险到聚焦新风险、从现金福利到

赋能的社会服务、从事后补救到事前预防的转变中，
很难说每个国家都采取了等量齐观的社会投资的政

策。⑤ 不同国家的制度背景、经济状况的差异以及改

革启动的时机之不同，塑造了福利国家改革策略、路
径和产出的多样性。⑥ 总体上看，尽管有些国家和地

区（特别是北欧）在家庭政策上出现了显著的社会投

资倾向，但欧洲大陆的福利政策实践仍然以传统的补

偿性为主要特征。 同时，尽管社会支出与国民生产总

值的占比在多数国家都实现了增长，但是增长的结构

却并不尽然是从传统的消极社会支出转向新型的投

资性社会支出。 在检视 ＯＥＣＤ 国家社会投资模式的

实际运作之后，一些学者发现，区别于自由主义和欧

陆传统的福利国家，北欧福利国家总体上可以称之为

生产与投资并重的福利国家。 不过，即便是北欧国家

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丹麦和挪威致力于通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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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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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培训来提振经济生产力，而瑞典和芬兰虽然也强

调投资性支出，但保护性的政策（收入与失业保障）依
然十分强势。①

社会福利计划往往因不同的出发点和机制设计

而显得叠床架屋。② 我们可以通过两类社会支出，即
包括产假早教以及激活劳动力市场等措施在内的新

支出和传统的健康照顾、养老金等支出的相对占比来

对政策构造变化进行比较分析。③ 如此可以看到四种

形态的支出构造及其代表性的国家：传统的补偿性的

福利系统（南欧国家）、补偿（社会保护）与社会投资

并重的福利系统（北欧国家）、侧重社会投资而轻视社

会保护的系统（英国），以及两者都相对薄弱的福利系

统（美国）。 这构成了社会投资福利国家的“四个世

界”（如图 １ 所示）。

投资性支出

补偿性支出

弱 强

强
传统的补偿性的福利系统
（欧洲大陆和南欧国家）

保护与投资兼顾
（北欧国家）

弱
弱保护、弱投资

（美国）
重投资、轻保护

（英国）

图 １　 社会投资福利国家的“四个世界”④

　 　 在此框架中，北欧和英国的福利系统所经历的

社会投资转向是显著的。 不过两者的区别也同样

重要，它们代表了福利国家未来的两条革新道路：
英国的社会政策构造倾向于教育和家庭，而非活化

劳动 力 市 场。⑤ 北欧的改革则是以 “弹性安全”
（ｆｌｅｘｉｃｕｒｉｔｙ）为导向。 弹性安全旨在提升劳动力市场、
工作机构以及劳资关系的灵活性，同时也对劳动力市

场内外的劳动者推出提升职业和社会安全感的政策

组合。⑥ 这一观念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与安全的兼

容性，倡导对就业而非工作的保障。 从实际中看，社
会投资的政策导向可能更容易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福

利体制内大展身手，而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福

利体制和社会投资的务实观念也非常吻合。 当然，由
于各个国家的制度粘性和路径依赖，在诸如儿童早教

这样的具体政策的出台方面，改革并不具有统一的格

式。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欧盟国家加大了在家庭政策

领域的投入，但由于人口老龄化以及学生规模的变

化，在教育领域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却有相对下降

之势。⑦

为了更好地评估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投资实践，

安东·海梅吉克（Ａｎｔｏｎ Ｃ． Ｈｅｍｅｒｉｊｃｋ）提供了一个系

统的描述性分析框架。 在他看来，欧洲福利国家的社

会投资导向的政策运作及其功能可以从三个方面予

以考察：流动（ ｆｌｏｗｓ）、储备（ ｓｔｏｃｋｓ）和缓冲（ｂｕｆｆｅｒｓ）。

其中， “流动” 意味着政策是否以及如何促进生命周

期和劳动力市场的活力； “储备”表示改革在何种程

度上提升了高质量人力资本的能力建设；而“缓冲”则

说明政策措施如何通过建构强大的低收入保障来为

社会保护和经济稳定提供缓冲器作用。 在经济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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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ｏｈｎ Ｈｕ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ｆａｎ Ｋｕｈｎｅｒ，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２３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１
（２００９）： ３４－４６.
周弘：《福利制度的理论框架》，《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
Ｍａｔｔｉａｓ Ｂｅｎｇｔｓｓｏｎ，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ｄｅ ｌａ Ｐｏｒｔｅ， Ｋｅｒｓｔｉｎ Ｊａｃｏｂｓｓｏｎ， “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Ａｕｓｔｅｒｉｔｙ： Ａｎｙ 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５１.２ （２０１７）： ３６７－８８.
图表改编自：Ｎａｈａｌｉｅ Ｍｏｒｅｌ， Ｂｒｕｎｏ Ｐａ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Ｊｏａｋｉｍ Ｐａｌｍｅ （ ｅｄ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ｄｅａ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Ｂｒｉｓｔｏ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３５８.
关于北欧模式和英国第三条道路的区别，可参见 Ｊｅｎｎｙ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ｇｅ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
Ｔｏｎ Ｗｉｌｔｈａｇｅｎ ＆ Ｒａｌｆ Ｒｏｇｏｗｓｋｉ，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ｅｄｓ. Ｇüｎｔｈｅｒ Ｓｃｈｍｉｄ，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Ｇａｚｉｅｒ，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Ｆｕｌ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２００２） ２５０.
关于在不同福利体制下社会投资政策差异的进一步讨论，参见 Ｌｉｎｄａ Ａ. Ｗｈｉｔｅ， “Ｍｕｓｔ Ｗｅ Ａｌｌ Ｂ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５.３ （２０１２）： ６５７－８３， 以及 Ｄａｎｉｅｌ Ｗｉｎｃｏｔｔ， “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Ｌａｂｏｕ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ｈｉｌｄ Ｃａｒ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Ｍｏｓ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３.２ （２００６）： ２８６－３１２.



周期之中，充分的保障是有效投资的前提。 在这个意

义上，社会投资并不是对社会保护的替代。 在他看

来，这三个领域的政策举措及其功能贯注于个体的生

命历程之中（如表 １ 所示）。 它们之间互相补充和协

同，从而产生 “生命历程扩充” （ｌｉｆｅ⁃ｃｏｕｒｓ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之功能。

表 １　 社会投资与个体生命历程：政策表达及其功能

储备 流动 缓冲

幼儿期
（Ｔｏｄｄｌｅｒ）

普及和优质的学前教育，提升认知
发展和社会整合，减少贫困的代际
转移

优质学前儿童教育和照顾方案，
提升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合作

稳定的家庭功能，降低家庭贫困
率，营养与发展的保障

少年期
（Ｃｈｉｌｄ）

优质的小学及中学教育，提升认知
发展，早期技能准备

包容性的教育，为早期的学习生
涯提供必要的准备课程和介入

稳定的家庭功能，降低家庭贫困
率和退学率；提供优质的早期发
展方案

青年期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

优质的中学教育、职业教育和第三
期教育（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提升
技能，提升大学和职业教育的高入
学率

学徒制，优质的中学及第三教育、
职业教育及训练，畅通教育和劳
动力市场的衔接渠道，政府层级
间的协作

能够使得在职学生维持生计的稳
健的最低工资，提升劳动力的流
动性，促进生产力的提升

成年期
（Ａｄｕｌｔ）

通过训练强化个人能力，适当的劳
动力市场安置，避免技能因闲置而
产生退化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提升重返职
场的效率，可改变工作与技能错
配的失业津贴，调和育儿与全职
工作的家庭政策

最低工资保障，失业津贴，基于工
资所得税给付形成安全网，基于
子女数量调整家庭津贴，从而鼓
励生育

老年期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

强化训练方案和终身学习课程，进
入高龄工作及生活规划

再训练及发展高龄就业的行业，
延迟退休以及更好的退休金待遇

提供最低工资，失业缓冲和可持
续的养老金（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ｅｎｓｉｏｎ）
设计

　 　 来源：Ａｎｔｏｎ， Ｈｅｍｅｒｉｊｃｋ， 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２３．

　 　 这些政策设计体现了一种动态的、基于生命周期

和着眼未来的福利国家改造思路。 从家庭、学校、职
场、职业技能再培训到终身学习，社会投资政策在个

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不同阶段之间搭建起了畅通的

桥梁。 在欧洲人口老化、劳动力供给总体萎缩的背景

下，旨在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的措施必须与体现

“储备”和“缓冲”的政策进行有效协同。① 在全球金

融危机的阴影之下，分布在这三大领域中的社会投

资，实际上是一种增强宏观经济有效性的“供给侧改

革”。 这种改革取向不仅可以在欧盟的经济社会治理

体制中赢得合法性，并且能够在富有竞争力的“经济

欧洲”和标榜与建设社会团结和包容的“社会欧洲”
的战略目标之间取得平衡。②

四、 再商品化：新自由主义的回归

观念模式赋予政策行动者以一套根本性的和系

统性的世界观。 一旦这种观念成为一种规范性的认

知框架，就可能在政策目标选择和政策过程中带来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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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ｎｔｏｎ Ｈｅｍｅｒｉｊｃｋ （ｅｄ.）， 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亦见 Ａｎｔｏｎ Ｈｅｍｅｒｉｊｃｋ， “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ｓ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５.６ （２０１８）： ８１０－８２７.
对于社会投资政策的实践差异，瑞典学者丽莎·安德森（Ｌｉｓａ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提出了一种有别于支出结构的概念化方案。 她从三个观念内涵

（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来加以审视：时间维度（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分配维度（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和政策一致性（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维度。 时间

维度预设了对个体能力的早期投资和技能建设有助于降低后期的失业风险。 而在分配维度上，社会投资政策与关注多样性及自由选择的新

自由主义不同，也和凯恩斯主义强调机会平等的立场相区别。 在这个向度上，它的观念内涵主要是一种积极的机会平等。 最后，鉴于社会投

资政策包含了各类旨在提升能力建设、技能培训、早期教育、家庭政策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政策的协调和互补却不能被认为是自然而然

的。 就管理策略而言，社会投资的政策思维可能是新自由主义（强调分权和差异化）以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倾向于某种程度的宏观和集约管

理）之间的一种形态。 参见 Ｌｉｓａ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ｄ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３４.２ （２０１８）： １０９－１２５.



式意义的变化并产生路径依赖现象。① 那么，在西方

福利国家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投资国家的叙述

和实践，在多大程度上脱离或突破了新自由主义的观

念模式呢？ 新自由主义是否已经让位于社会投资国

家的政策范式？ 进而言之，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这

场改革运动是否把福利国家带入了一个足以催生福

利国家治理范式变化的新的关键历史节点（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ｊｕｎｃｔｕｒｅ）？

社会投资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治

理模式确有诸多不同的表象。 新自由主义以市场为

首要和最高原则，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及主张贸

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

系，它强调个体自理的责任，并且用市场的逻辑来渗

透和同化国家与社会的组织与决策过程。② 看起来有

所不同的是，社会投资并不支持福利削减和私有化，
而号召一种供给侧改革：对人力资本、生命历程和社

会关系进行前瞻性的投资。 它所开出的标准处方是

国家必须改善社会基础设施，加大教育投入，从而帮

助边缘群体包括女性劳动力进入积极的、包容的劳动

力市场，成为生产性的力量。
然而，一些主张社会投资的理论家也承认，他们

的立场呈现了与新自由主义社会观念的亲和性。③ 欧

盟 ２０１３ 年的社会投资计划充分体现了两者的 “规范

性契合”。 首先，该计划把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等同

起来，社会投资成为糅合社会与经济目标的工具。 社

会被工具化为生产性的领域，成为欧洲的竞争优势和

积极发展的驱动力量。 其次，所有面向未来的社会投

资都必须显示出可测量的效率导向。 再次，新社会政

策的财政方案必须由私营部门来积极参与，以弥补国

家财政资源的不足。 最后，社会政策的改革必须能够

有效回应需求和实现社会权利。 所有的政策工具，从
儿童照顾服务到最低收入保障到无家可归者的社会

融合，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上：自食其力的

个体是提升经济竞争力的人力资本。 以此作为出发

点，社会投资计划贯注了自由主义国家的基本规范。
拥抱社会投资导向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用主义

的经济考虑，实际上它致力于满足经济增长的目标，
而忽视包括族群不平等在内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对各

种争取承认和身份认同的新型社会正义问题更是无

暇顾及。④

另外，从政策工具的层面来看，社会投资国家把

新自由主义的治理原则奉为圭臬。 不仅在福利项目

的设计和评估方面体现了绩效管理的原则，对新社会

风 险 的 分 析 也 与 新 自 由 主 义 的 社 会 医 疗 化

（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如出一辙。 在这种思考方式中，国家

的角色被定位于规训贫困人口和边缘群体，使之成为

自律和自食其力的公民而避免成为社会负担。⑤ 个体

成为内化市场理性的、 自律的公民对象 （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这也正如一位学者所看到的：“社会福利

政策对规训化的个体提供服务，它越来越体现出医疗

逻辑和经济逻辑的综合，体现新自由主义的治理理

念，由此，它们减少了国家在承担支援个体生活方面

的承诺。”⑥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推理，政策介入的合法

性就在于它能够维护自由竞争并强化个体责任伦理，
维持竞争性并确保个体成为有能力且风险自负的竞

争主体，是福利国家的职责所在。 通过对竞争和自理

规范的强调，新自由主义的福利治理实际上带出了某

种去政治化的效果，与此相应的治理模式是以精英政

治来拒绝任何形式的大众压力。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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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ｔｅｒ Ａ. Ｈ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ｄｅａｓ： 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ｉｓｍ Ａｃ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Ｍａｒｋ Ｂｌｙｔｈ，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
诺姆·乔姆斯基著，徐海铭、季海宏译： 《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１ 页。
Ｎａｈａｌｉｅ Ｍｏｒｅｌ， Ｂｒｕｎｏ Ｐａ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Ｊｏａｋｉｍ Ｐａｌｍ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ｓ Ｗｅ Ｋｎｅｗ ｉｔ？” ｅｄｓ. Ｎａｈａｌｉｅ Ｍｏｒｅｌ， Ｂｒｕｎｏ Ｐａ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Ｊｏａｋｉｍ Ｐａｌｍ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ｄｅａ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Ｂｒｉｓｔｏ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１－３０.
Ａｍｏｓ Ｚｅｈａｖｉ ａｎｄ Ｄａｎ Ｂｒｅｚｎｉｔｚ， “Ｔｈｅ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４８.２ （２０１９）：
２０７－２２５.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ｅｍｋｅ，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ｓ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ｌｌèｇｅ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ｏｎ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０.２ （２０２１）： １９０－２０７.
Ｓａｎｆｏｒｄ Ｆ. Ｓｃｈｒａｍ，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ｉｎｇ Ｃｌｉｅｎｔｓ，” ｅｄｓ. Ｄａｍｉｅｎ Ｃａｈｉｌｌ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Ａ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２０１８） ３１４。 这也是社会投资政策被许多女性主义者诟病的原因所在：由于社会投资催促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鼓
励双薪家庭并过度强调性别平等反而造成了女性的经济化（ｅｃｏｎ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ｒｕｎｏ Ａｍａｂｌｅ， “Ｍｏ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９ （２０１１）： ３－３０.



还有从政策效果来看，尚无一致且显著的证据表

明社会投资政策能够有效减少新风险和不平等。① 一

项对欧洲福利国家改革绩效的研究揭示，社会投资政

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减少了收入差异，但是如果

把社会平等程度较高的北欧国家纳入分析范围，社会

投资的支出与社会公平之间并没有显著的正相关。②

此外，一些案例研究则发现，家庭友好的社会政策实

际上造成了“马太效应”（ｍａｔｔｈｅｗ ｅｆｆｅｃｔ）：工作收入高

的家庭从中受益更多，高劳动技能的女性在劳动力市

场上的优势得到强化，而那些依赖传统社会保护政策

的群体则加大了利益受损和贫困倾向。③ 这意味着，
由于不同社会阶层、性别、年龄群体既有的技能和资

源的差异，社会投资的资源分配有可能强化和扩大这

种差异。 除非有传统的社会保护措施的坚强支持，在
抵抗不平等和代际贫困这样的问题上，既有的社会投

资策略实际上是乏善可陈的。
因此，社会投资可以看成是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

孕育出来的福利国家调适策略，但它并不代表一种新

的政策范式。 吊诡的是，社会投资理念致力于应对新

风险并处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所造成的不平

等和社会排斥问题，但是它却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一

种变体。 从这个角度看，２１ 世纪初欧洲福利国家改

革只不过将其自身重建为促进就业和生产力的工具，
它把经济逻辑凌驾于非经济问题之上。④ 在更广泛的

意义上，诚如一些学者所洞察的，推崇社会投资的所

谓“第三条道路”并非自由主义的替代之路，而是社会

主义与欧洲保守主义之间的道路，也就是将两者都加

以自由主义化的道路。⑤ 进而言之，在新自由主义渗

透下形成的福利政治形态，充其量可称之为经济—技

术原则支配下的能动主义福利国家，但谈不上是一种

具有全新规范观念的新福利国家。

五、 结论与讨论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福利国家再次站

在了十字路口。 ２０１４ 年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

指数显示，包括德国、荷兰、瑞典和芬兰在内的四个社

会投资导向的欧洲福利国家位居最有竞争力的经济

体之列，而这四个福利国家的社会支出都超过了国民

生产总值的 ２０％。⑥ 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许说明，社会

投资策略的结构调整与经济竞争力之间存在着某种

积极的正相关。 通过提升当下及未来就业人口的生

产力，打破代际贫困机制，社会投资的策略似乎在一

定程度上激活了福利国家的携带能力 （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和发展韧性。 这也意味着，西方福利国家依

然处于自我调适和风险管控之中。
透视 ２１ 世纪初以来西方社会投资福利国家发

展的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种调适和再安顿

的策略，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救赎资本主义国家内在

的资本与劳动之结构性矛盾？ 我们已经指出，尽管

晚近的金融危机严重地削弱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

治支持，然而新自由主义作为福利治理和福利国家

的改革处方却依然被认为具有文化霸权的性质。 新

自由主义的观念运动试图采取“做加法” 的操作，通
过社会投资和个体能力建设的新途径，从供给侧激

活西方福利国家，积极应对后工业化条件下的新社

会风险。 这种新的叙事框架区别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的紧缩政治观念，但它并不具有所谓的范式革命意

义。 如果说以往的旧福利国家从国家的经济政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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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３－５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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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离出社会政策，那么，社会投资的 “新福利国家”
则把社会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将国家从作为

市场失灵的调解装置变成了激活市场以及个体责任

的力量。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国家抵御社会风险、保
护社会的责任，实则让位于国家对个体自理和市场秩

序的张扬，结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了劳动力再

商品化的趋势。
福利国家的社会投资转向已然成为一个全球社

会政策的重要议题。 在东亚的发展型国家和其他发

展中国家的语境中，生育率的降低和劳动力市场的结

构性变化，也强化了社会投资作为福利制度改革理论

纲领的角色。 政策制定者既要因应全球社会政策的

扩散和学习机制，也日益意识到福利政治所赖以存在

的观念基础及历史－社会－文化条件。 发展中国家社

会政策的发展既需要理论的指导，同时其政策实践也

为福利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空间。① 在福利治理的

过程中，国家如何定位与扮演好福利供给主体的角

色，提升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履行“治理型国家”的
基本职能，切实避免因为国家治理失效导致经济社会

衰败，这是国家建设中的重要问题。②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Ｌｉｕ Ｃｈｕｎｒ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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